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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霸权更替到 “多极制衡”
———１６世纪以来的海上格局演变

胡　　波

摘　要：１６世纪至２０００年前后，单极主导和霸权更替曾是海上格局的主要样

态，而这种样态是否会延续已成为当前最重大的海上战略问题。研究表明，军事技

术的发展和国际规范的变迁对于海上格局的演变有着决定性作用，在２０００年之前，

无论是军事技术还是国际规范，总体上都更有利于海上权力的集中而非分散；而进

入２１世纪，这种趋势被逆转，军事技术、国际规范正在改变传统的海上格局样态，

世界各大国的海上权力都在受到不同程度地推回、制衡或稀释。在２１世纪的第二

个十年，“海上多极”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这一变局下，海上主导国和崛起国

都需要超越传统的权力范式，进行相应的战略调适和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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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海上格局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尽管美国的海上
军事优势仍然明显，但这种优势被认为正在遭受诸多挑战。美军开始频繁强调 “重
返制海”和大国竞争，① 美国乃至西方战略界也越来越多地谈及 “海上多极”。②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的 《安全研究》（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就海上竞争与国际格局的关系进
行集中讨论，强调以往的安全理论多是源自陆上或核领域的研究，缺乏海洋视角，

不能很好地用于解释和预测海上大国竞争。③ 但相关文章主要局限于陆海差异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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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条件下对竞争的影响，未对当前的海上格局形态演变做深入探讨。实际上，除
了传统的陆海竞争差异，由于技术和时代的变迁，２１世纪海上格局变化趋势与以往

的霸权更替已有较大不同。本文拟在系统分析历史上海上格局演变进程和规律的前
提下，厘清影响海上格局演变的根本动因，从而研判未来海上格局演变的趋势。

一、海上格局演变的逻辑及周期

（一）国际格局与海上格局

国际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

即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或能力分配，权力是集中于一个大国，

还是分散在两个或多个大国之间。① 国际格局是一个含义模糊或混杂的概念，与英
语文献中的国际结构通常并非同指。 “中国学者所创造的国际格局概念内涵比较混

杂，可分为四个方面：等同于国际结构概念，基本等同于国际结构概念，涵盖能力

分配和战略关系，以及更偏重于国际秩序的含义等。”② “极”是国际结构或国际格
局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数目直接决定了格局演变的样态：单

极、两极还是多极。然而，在现实中，衡量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或能力是非常困难

的，因为国家的实力都是综合且动态的，需要诸如经济规模、国防预算和科技水平
等一系列指标去测量，且不同指标的权重变化又会产生无数种组合。③ 尽管如此，

国际格局仍不失为一种粗略但有效的分析框架。本文的国际格局等同于国际结构概

念，主要考察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态势。海上格局指主要海洋强国间的海上力量对比
状况，可视为整体国际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两者的方向和演进逻辑并非完全一

致，时常会出现偏差。因为１６世纪以来，海上长期处于次等战略方向，国际格局主

要由欧亚大陆的博弈情况来确定，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中，海上方向也处于从属地位。

１５００年至２０００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海上格局基本上是一个单极的霸权体系

而非均势体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海洋霸主，特别
是英国称霸海洋长达两个世纪，而基于海洋的外部制衡／联盟制衡是十分稀缺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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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周期理论模型的数据及测算，这些主导海权国的海上能力占据了当时全球能
力的４０％以上。① 面对这些海权主导国家，不仅其他海上强国的联合制衡是稀缺
的，单个海洋强国的内部制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也明显不足。其间，海上行动
多是作为陆战的支援或辅助，其本身并不足以决定国际格局和秩序的走向。英国与
荷兰在１７世纪爆发的三场为了海权、基本由海战组成的战争 （１６５２—１６５４年、

１６６５—１６６７年、１６７２—１６７４年）算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两个国家主要为了海权而
彼此竞争，历史上只有过这一次”。② 海上霸权兴衰主要是各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及
欧洲大陆权力博弈的间接产物，而非因为海权争夺或海上制衡。

不仅仅是欧洲的经验，当国际体系扩展至整个世界后，海上的制衡和均势依旧
稀缺。１８世纪开始，英国再次确立了海上霸权。其间，拿破仑战争曾经给英国海上
主导地位构成了最为严峻的挑战，但拿破仑的主要目的也是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

重点不是要与英国在海上决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海军竞争对于英德关系的恶
化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这种竞争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影响却较为有限。在两
次世界大战的间隙，英国海上霸权衰落和美国海权崛起之际，曾有一个短暂的多极
世界，英、美、法、日等海权国家并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海军都是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上力量，虽然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海上主导地位也曾构成了
较为严峻的挑战，但海洋竞争并不是美苏争霸的战略重点，而仅仅是侧翼，双方最
为关心的是东欧的陆上战略态势以及核优势。

１６世纪以来的５００年间，都是海上主导国家兴衰更替的历史，单极格局拥有着
绝对优势。需要补充的是，在１６世纪以前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在古
代，曾经出现过雅典、迦太基、威尼斯、中华帝国等区域性海上强权，但由于技术
的限制，并没有全球性的海洋国家。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大航海时代之时，其面
临的或是奥斯曼土耳其和大明王朝这样的区域性帝国，或是处于碎片化的前现代权
力。毫无疑问，１６世纪以前，因为各区域间互动的不充分，因此不存在全球性的海
上格局，海上世界处于各区域势力的割据状态。

（二）海上单极格局长期维系的主要动因

与国际格局类似，主要大国间的力量对比一直被认为是决定海上格局的直接变
量，尽管不同的学者或不同的理论流派对力量对比的评估指标和方法有所不同。关
于海洋强国崛起和如何成为海权强国，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Ａｌｆｒｅｄ　Ｔｈａｙ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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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ｈａｎ）和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贝特 （Ｊｕｌｉａｎ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Ｃｏｒｂｅｔｔ）等海权理论家列
举了各类要素。历史学家和世界体系论者，从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等方面解释近代
以来海洋国家和海权兴起的原因。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会周期性地出现，霸权
国通常会建立一套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行为规范来管理体系，权力的集中而非分散
会带来体系的稳定，而体系中的大战通常是因为霸权的挑战者与霸权国之间展开的
霸权更替战争。①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和费尔南·布罗代
尔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等世界体系和年鉴学派学者倾向于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综
合视角探寻国家兴衰。② 问题是，战略选择、民族性格、先天地理禀赋、国家政府
汲取及应用资源的能力等单元型因素虽能较好地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能而另一个国

家不能海上崛起，却无法解释为何海上单极格局能长期持续。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海上制衡不足的问题。关于海上制衡不足
的解释目前主要聚焦地理因素，即海洋与大陆的不同以及海洋对权力的阻隔。相比
陆上制衡，海上制衡的能力门槛更高，大多数国家不具备发展强大海上力量并向海
上霸主发起挑战或直接交锋的能力；而且，同等情况下，被海洋隔开的大国对彼此
的恐惧要弱于陆地相邻的大国。③ 除了地理因素，也有学者提到军事技术和国际规
范的影响，但相关研究重点是从国际竞争或海洋秩序④的角度进行分析，鲜有论述
直接触及它们对于海上制衡的影响。

有关地缘或距离因素的解释很丰富，但它们基本上是恒量，仍需要通过军事技
术和国际规范起作用。因此，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对于海洋霸权／海上制衡的影响路
径和作用方式需要进行更全面系统的探讨。

１．军事技术
军事技术是直接运用于军事领域的技术，包括各种武器装备及其研制、使用和

维修保养技术等，它与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往
往优先运用于军事，并引起军事技术的变革；而军事技术的发展，又会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中，动力、船舶制造和载荷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对于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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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发展最为重要。

对于海洋霸权和海上制衡而言，军事技术对海洋霸权和海上制衡的意义首先在
于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全球的海洋霸权成为可能。１５００年前后，三桅船的出现、用
于航海的四分仪和罗盘的普及，直接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随着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发现美洲，达·伽马 （Ｖａｓｃｏ　ｄａ　Ｇａｍａ）绕过好望
角并踏入亚洲，全球贸易和全球体系开始形成。由于海军组织、造船业和重炮设计
的进步，西欧人得以将哥伦布、达·伽马及其他同时代人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加以
巩固和扩大。之后爆发的工业革命，极大改善了海上力量的投送半径和打击能力。

在欧洲扩张的几个世纪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导航工具也日趋复杂和精密，而这些
技术条件都是欧洲国家在全球探险和竞争的基础。军事技术既削弱了海洋的阻隔作
用，也使得大国在生产、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比较优势能够投射到整个世界。

其次，技术的进步更有利于海上进攻而非防御或制衡。在远程轰炸机和导弹
技术未得到大规模运用之前，远程机动和打击是海上力量的专利，舰船动力和火
炮的不断进步，放大了海上力量的进攻性优势。技术进步的倍增效应，使得海上
的强者更强，技术越发达，单极的优势就越明显。英国作为资源禀赋并不占优的
岛国，凭借其在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和军事技术创新中的引领地位，在海上长
期对其他国家构成压倒性优势。与陆军作战不同，无论奉行何种战略的海军，最
终都需要通过进攻来达到目的，海上没有前线与后方之分，也没有固定的阵地可
以依托。这就是为何强调进攻的 “纳尔逊传统”在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海上战略
界被奉为圭臬。在２０世纪及以前，在与 “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

的海军与 “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①

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在面对海洋霸权时，相对弱小的海上力量几乎很难抵御也无
处可遁。

军事技术发展也推动着海上进攻效率的极大提升。在风帆时代，水手们大多死
于疾病、感染或者营养不良而非与敌国交战，因此主导国家的优势并不明显。在

１６５２—１８１５年间发生的１０次主要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共损失了１４５２艘战舰，但
其中超过一半的损失都是由于海难造成的。② 到了蒸汽与钢铁时代，情况则发生了
巨变，军事技术放大了领先国家的优势。在二战期间，８１％的战舰损失都是因为遭
到了敌舰攻击而沉没。③ 与陆上技术进步对进攻和防御的双向影响不同，很长一段
时期内，海上军事技术的发展都更有利于进攻。加之海洋的联通性，这种技术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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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Ｄａｖｉｄ　Ｊ．Ｈｅｐｐｅｒ，Ｂｒｉｔｉｓｈ　Ｗａｒｓｈｉｐ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ａｉｌ，１６５０－１８５９，Ｒｏｔｈｅｒｆｉｅｌｄ：

Ｊｅａｎ　Ｂｏｕｄｒｉｏ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４，ｐｐ．２１１－２１３．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ｏｗｎ，Ｗａｒｓｈｉｐ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Ｔｗｏ，Ａｎｎａｐｏｌｉｓ：Ｎａｖ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ｐｐ．２２９，２３６．



极大便利了以 “舰队决战”的方式夺取或维系制海权。

２．国际规范

国际规范是国际层次上的规则集合体，规定着国际交往的范围和限度，它包括

有形的国际规则或国际制度，也包括无形的如国际关系的核心价值。① 国际规范的

发展对国际格局的走向发挥间接性影响或作用。海洋无法被占领，海权的竞争很大

程度上也是国际规则的博弈。海洋体系与陆上体系不同，海洋霸权对海洋的控制主

要体现在对关键通道和关键规则的控制，而非物理意义上的直接掌控。海洋体系和

海洋秩序带有很强的 “公域”色彩。海洋霸权国家通常也会为整个世界提供具化为

原则、规则、规范和程序等的安全和经济的公共产品，虽然这往往是它们追求自身

权力的附属品，但是机制化的公共产品在建立后具有自主性。对于其他海洋国家而

言，它们或多或少能从海洋霸权国家建立或主导的开放体系中获益，当这个海洋霸

主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时，这种公共产品更是不可或缺。国际规范是国际秩

序的一部分，它的建立或塑造离不开实力的支撑，其一旦形成，就会发挥独特的

作用。

一方面，核心国际规范的演进对海洋霸权国家的国力和互动烈度有着根本性的

影响。１６世纪以来的５００年间，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酝酿及形成是国际规范

和制度方面发生的最大变革。１５世纪是欧洲国家体系的重大转折点，西欧同时走向

了主权国家和殖民帝国的道路，两者嵌套之下，开启了世界的海权时代。② １６４８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民族国家体系，从制度和规范层面改变了国家的形

态，从而极大提升了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对格局演变的最直接影响是，战争的规

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剧烈。在１９４５年以前的相当长时期内，民族国家体系主要是存

在于西方列强之间的体系，而其他地区大多处于欧洲殖民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使得

西欧主权国家面对世界其他形态的国家时，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国家制度方面都有
“降维打击”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欧洲 “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英

国，以及处于 “大陆岛”的美国，其成就和维系霸权的要诀有两点：一是维系欧洲

乃至欧亚大陆的均势，防止出现强有力的挑战者；二是保持全球的海上优势地位。

面对这些海上霸权，欧洲大陆国家因为陆上防务压力过大通常无暇实施持续的海上

制衡；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因为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滞后而无力进行制衡。当然，这

种情况在二战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民族国家体系扩展到全球，去殖民化和民

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印度等大国崛起，民族国家体系又逐渐成为制约海洋

霸权的主要国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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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张小明：《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参见孙兴杰：《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国际政治
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另一方面，主要海洋规范的发展长期有利于单极格局的维系。除了民族国家体
系，海上单极霸权得以存在的另一大规范基础即是海洋自由。随着１５世纪末地理大
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人们对海洋空间的认识不断深入。早期，无论是葡萄牙、

西班牙还是英国，实际上都有将海洋变成如陆地那样封闭区域的冲动。１４９３年，西
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调停下，以教皇子午线划分了全球势力范
围。① １６０４年，为了回应荷兰和西班牙在英格兰沿海的袭扰，英王詹姆士一世就曾
提出 “皇家领地”这一概念，试图占有相关海域；为此，约翰·塞尔登 （Ｊｏｈｎ
Ｓｅｌｄｅｎ）还于１６１８年抛出了 《海洋封闭论》，为英国君主占有英伦三岛周围海域的
权利进行辩护。②

１６０９年，荷兰学者胡果·格劳秀斯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出版 《海洋自由论》，提出
“公海自由”，认为海洋应向所有国家和所有国家的人民开放。③ 此后，围绕海洋是封
闭还是自由的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而随着英国取得了世界海上主导优势之后，

其对海洋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渐成为海洋自由特别是贸易自由的拥趸者；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走向海洋，打的也是 “海洋自由”的旗号。④ 直至二战
结束，海洋自由原则基本上主导了全球海洋秩序，沿海国仅有３海里领海带有主权性
质。但即便是领海，他国也有通行的自由，与陆上的主权仍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国家
间能力的巨大差异和不平衡，海洋自由先天对大国和强国有利。虽然这套海洋自由的
规则是海洋霸权倡导的，但其一旦形成，就有自己的惯性，较 “海洋主权”或 “海洋
封闭”论更符合海洋政治的特点，也更有利于强国维系海洋霸权或海上主导地位。

（三）海上格局的历史演变

上述研究表明，就体系层次来看，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确实是决定海上格局演
变的主要因素。当然，任何海上格局都带有当时的时空特点，同样的单极主导，英
国治下的世界与美国霸权下的稳定也有不同。然而，就海上格局而言，人类历史大
致经历了１６世纪前的区域格局阶段、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年的单极主导阶段，以及正在进
入的一个多极格局阶段 （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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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ｅ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ｔｏ　１６４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１７，ｐｐ．９７－１００．
Ｊｏｈｎ　Ｓｅｌｄｅｎ，Ｍａｒｅ　Ｃｌａｕｓｕｍ：Ｓｅｕ　Ｄｅ　Ｄｏｍｉｎｉｏ　Ｍａｒｉｓ，Ｌｉｂｒｉ　Ｄｕｏ，Ｌｏｎｄｏｎ：Ｅｘｃｕｄｅｂａｔ
Ｗｉｌｌ．Ｓｔａｎｅｓｂｅｉｕｓ，ｐｒｏ　Ｒｉｃｈａｒｄｏ　Ｍｅｉｇｈｅｎ，１６３５，ｐｐ．３－５．
参见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马呈元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６８页。
参见保罗·肯尼迪： 《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１７７—１７８页；曲升：《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对美国海洋自由观的重塑及其历
史影响》，《世界历史》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表１　２１世纪以前的海上格局演变

时 间

关 键 变 量

１５００年以前

（区域格局／无极）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年

（单极）

科学技术 指南针、火炮、造纸术、三桅船
蒸汽动力及燃气轮机、现代火炮、

无线电、导弹、核武器

国际规范 丛林法则、习惯法 民族国家体系、海洋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规范的发展通常是需要漫长时间酝酿的。

如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反介入技术虽然在２０世纪都已较为普遍，但直到２１世纪，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它们才对海上战略竞争产生了战略性和颠覆性影响。另
外，只有产生同向趋势的技术和规范叠加，才可能对海上格局造成根本性影响。由
于不同的技术、不同的国际规范，它们的发展进度不一样，因此，单一技术的进步
或规范的发展尚不足以改变大势，还需要时间与其他技术及规范进行聚合或叠加。

如核武器及核威慑虽然出现在２０世纪中叶，但在其他技术或规范进展相对缓慢的情
况下，它对当时的海上格局并未有结构性影响。

１５００年以来海上单极的相对权力变化曲线图

此外，海上格局演变中渐变与突变并存，不同格局的时间段划分也绝非精确。

如上图所示，２１世纪的巨变早在２０世纪中期就已开始酝酿，１５００年前后出现的世
界体系和海上单极格局，至少发端于中世纪末期。因而，新的格局在形成后的相当
长时期内都不具有典型性，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趋于成熟。例如，在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年
的５００年间，葡萄牙及荷兰主导的单极就远不如１８、１９世纪英国主导的霸权体系那
么典型。同样，在新的技术和规范趋势的影响和制约下，尽管二战结束后，美国海
军的硬实力在全球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却无法达到当年英国在全球的海上地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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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杰弗里·蒂尔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Ｔｉｌｌ）认为，这５００年间，只有英国的海上霸权是典型的且无
可争议的，其他包括美国的四个海上霸权都是不完全的。



事实上，自２０世纪海上单极的权力呈现下降趋势。

二、２１世纪以来的海洋战略环境变化

自２０世纪中期始，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就出现了一些不支持单极海上格局维系
的迹象，进入２１世纪，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显著。

（一）军事技术因素

二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对海上战略竞争产生了一些方向性影响，如
核武器与核威慑、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等。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大数据、３Ｄ
打印、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和基因技术等）尚在酝酿之中，未来影响尚不明确。不
过，通常而言，平台、系统、武器和传感器相关技术带来的改变是缓慢和渐进的，

而信息技术引发的改变，则经常是革命性的。① 目前来看，至少有三类颠覆性技术
或平台正在改变或将改变海上力量发展和海上博弈的形态。

１．核武器与核威慑
核武器无疑是２０世纪最具颠覆性的军事装备，对二战后的国际安全造成了深远

的影响。正是由于核武器及核威慑的存在，迫使美苏在冷战时期数次避免了直接军
事冲突。因为核武器一旦被使用，其产生的快速和综合破坏力，会使得战争的意义
变得模糊。基于决策者理性的假设，大国间的核威慑降低了它们之间发生直接武装
冲突的风险。② 冷战时期，美苏双方之所以没有相互攻击对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担心遭到核报复或相互确保摧毁的威胁，用肯尼思·华尔兹的话说，“那些爱好和平
的人应该喜欢核武器”。③ 虽然核威慑在制止侵略和战争方面缺乏实证的检验，④ 但
因为核武器及核威慑的存在，核大国之间的危机、摩擦甚至是冲突不太容易升级为
大规模战争。不过，冷战时期，海上力量始终作为美苏双方的次战略力量，美国海
军的主要任务是在欧亚大陆两端对苏联进行侧翼压制，而苏联海军的最重要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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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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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的海上堡垒区，① 因此核问题对海洋战略环境的影响相对
有限。

进入２１世纪，核武器及核威慑对海洋战略竞争的影响凸显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它会加剧稳定—不稳定困境。在理论层面，核威慑一直遭受着批评。其中，格

伦·Ｈ．斯奈德和罗伯特·杰维斯等人阐述了核武器造成的稳定—不稳定悖论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即核武器虽然可以降低有核国家间发生大规模战争
的风险，但同时可能会刺激低烈度摩擦与冲突的发生，因为这些国家不用担心核门

槛以下的升级。② 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和战略能力正在侵蚀核威慑的理论及实践的可
信度。首先，核武器变得越来越小巧，低当量核武器或将改变未来战争的形态，降

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其次，面对常规武器的打击，有核国家可能会做出核反击。③

而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的核力量指控系统都有不同程
度的暴露，网络渗透或网络战将直接增加误判的风险。

另一方面，各种新的因素使得 “先发制人”核打击的难度和后果变得愈发难以

接受。随着情报、侦察和监视能力的提升，陆基和空基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大幅减弱，

这增大了优势核国家进行 “先发制人”打击的冲动。而目前，主要核大国的核武器

部署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依赖海基核力量，特别是中国海基核力量的成熟
将极大促进全球的战略稳定。④ 相对陆地和天空，海洋特别是深海基本是不易被感

知的，海基核力量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生存能力远超陆基洲际导弹发射架和战略

轰炸机。通过 “先发制人”打击根除对方核力量的方案将不再具有可行性，二次核
反击能力的确信度都在大幅提高。

总的来看，对于海上竞争而言，核武器与核威慑限制了大国间竞争的烈度和形

式，至少决战决胜的可行性大幅降低。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大规模战争门槛下的
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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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反介入与区域拒止

反介入 （Ａｎｔｉ－Ａｃｃｅｓｓ，Ａ２）旨在阻止敌方进入己方的行动区域，而区域拒止
（Ａｒｅａ－Ｄｅｎｉａｌ，ＡＤ）则是在敌方占控制优势的区域削弱其行动自由。① 它既指代一类

技术，主要是陆基航空兵、导弹和静音潜艇等，也代表着一种军事策略。无论是反

介入或是区域拒止都是在无法遂行海洋控制时的替代策略。②

进入２１世纪，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技术及策略的发展逐渐具有了战略意义。２００４
年的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明确要求美军要增强在 “反介入环境”中的行动能力。③

不过一直到２００８年，美国军方对 “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的关注只是停留在技术环

境层面。而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空海一体战”和 “联合介入作战”概念的酝酿与发

布，则标志着美军已开始从战略上看待这类挑战。

随着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运用和扩

散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陆海的攻防平衡。在目标跟踪定位方面，大陆国家可以凭借卫

星、预警机、无人机及超视距雷达等侦察工具对海上目标进行定位。在进攻手段方

面，大陆平台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可以依托陆基战斗机和导弹力量，对上千公里以外

的对方海上力量及陆上纵深进行打击。侦察技术的发展仍然远远跟不上打击能力的提

升，特别是对于超低空和水面目标，因为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岸基雷达和舰载雷达

的探测能力进步缓慢，有效侦测距离长期停留在几十公里至一百公里左右，甚至是目

视距离。④ 但借助预警机的作用，“反介入”军事体系至少在离岸４００—６００千米对

海上移动目标是有效的，对固定目标的侦打能力，则可达数千米乃至上万千米。⑤

此外，当今的海上军事斗争包括了陆、海、空、天、网络等所有领域的联合行

动，任何领域的脆弱性或漏洞都可能意味着失败，海洋控制变得愈发困难，而海上拒

止则越来越容易。而且，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成本相对低，在攻防平衡方面有优势。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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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特定区域内，大陆强权相对于海上强权形成了一定的天然战略优势，陆基战

斗机、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等武器能够使沿海国家在不必拥有强大海

上舰艇编队的情况下，即可屈人之兵。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技术和策略的广泛运用，

使得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反介入或区域拒止的时代。①

当今美国海军现代化大型主战舰艇的数量或吨位几乎是中、俄、日、英、法、

印等海洋强国之和。如果没有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平台和技术，很难对美国构成有效

的制衡。目前，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国家几乎都在积极尝试 “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日

本、越南、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太平洋国家都在建设自己的 “反介入”力量。针对

中国军力的快速提升，美国已正式提出要在西太平洋采用拒止策略，并加强其自身

的 “反介入”力量建设。② 如美国开始发展中程导弹，鼓励澳大利亚、日本等盟国

及伙伴发展 “反介入”能力。各国竞相采取拒止策略的这一态势正在改变海上格局

的样态。

３．无人平台与自主系统

无人平台是指无人驾驶的、完全按遥控操作或者按预编程序运作的平台，涉海

无人平台主要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等。自主系统是指具有一定自我学

习、自我管理和自我引导能力的系统，可应对非程序化或非预设态势。无人平台与

自主系统已经给海洋战略竞争环境带来重大影响，这一点在美国、英国等海洋大国

的相关官方文件中都得到了体现。而它们主要依赖的是各类传感器的进步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是一种赋能技术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就像是电力或内

燃机，它不仅会影响军事优势的具体领域，还会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权力甚至是社

会。人工智能的具体影响通常取决于人们和组织如何使用它，而不是其技术本身。③

大方向来看，人工智能将大幅提高对抗的速度以及广度。

在今天及未来的海上对抗或冲突中，人工智能从指挥控制和平台拓展两个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的广泛应用。随着大数

据、存储技术和计算能力的大幅提升，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正在拓展人类活动的深

度与广度。在军事领域，尽管各军事大国在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的定位与使用方面

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犹豫和审慎，但这些平台和系统的运用已经是一种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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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机等无人平台已经被大量用于前沿侦察和定点打
击。在各国未来的采购计划中，无人平台亦是重点。

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的发展，极大拓展了人类对海洋的认知、开发和利用能力，

特别是水下活动及深海开发的能力。就军事领域而言，水下竞争和对抗将呈现全新
的态势。无人平台将直接改变海军的兵力结构，并对海上行动产生颠覆性影响。深
海空间由于通透性差、压力变化大、水文特性复杂等特点使其难以被感知，易实现
军事行动的隐蔽性和攻击的突然性，其军事价值正在被各海洋强国挖掘。与以往主
要依赖潜艇实施 “点打击”或非对称制衡不同，现今水下军事竞争网络化和体系化
特征愈发突出。①

预计到２０３０年，无人潜航器将能执行布雷、监视、运送武器弹药等任务，并能
与有人平台协作，在反潜战中提供更多的传感器、武器容量和反制手段。② 如果无
人潜航器得到大规模运用，水下战的作战形式将发生显著改变。潜艇的作用和角色
将发生重大变化，其任务不再是直接攻击，而是将作为无人潜航器、无人传感器及
防区外武器的指挥和控制平台，引导它们进行作战。潜艇作为战术平台到操作平台
的转变，与２０世纪中期出现的变革情景类似，当时海军的作战方式正由带有枪炮的
战舰、巡洋舰直接攻击敌人的海岸，向着由航母和两栖登陆舰组成的远征部队使用
战斗机、地面部队和导弹进行攻击的方式演变。③

目前，海上的无人系统正从实验或试用阶段转向大规模部署应用时期。在美军
未来舰队的规划中，大型无人平台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近５００艘的总体海上兵
力设想中，大型无人船艇 （水面／水下）要有１５０艘。④ 作为无人平台的底层或基础
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管理和其他先进技术的应用，将成为未来海上战
略博弈的一大关键。⑤

虽然各大国的国防战略对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还存在伦理、风险管控等方面的
顾虑，但毫无疑问，未来，无人平台和自主系统能解决高中低端不同层面的海上军
事需求，而且正在改变竞争的形态和对抗的速度。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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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法律层面的，如海军的条令和作战概念多大程度上能将它们有效地纳入其中？①

它们的大规模使用是否会对当前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构成重大挑战？无论如何，无人
平台和自主系统的应用必将加大冲突及升级的风险、降低冲突的门槛和模糊冲突的
边界。

（二）国际规范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的生效及广泛实践等
因素使得涉海国际规范在２１世纪初有了一些革命性变化。

１．和平解决海洋争议
和平解决海洋争议的规范精神酝酿于二战后，在２１世纪得到了广泛确认。１９４５

年签署并生效的 《联合国宪章》明确强调了和平解决争端的精神，并通过联合国安
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予以制度保障。战争虽然未能因此杜绝，但战争的门槛和代价无
疑变得越来越高。就海洋秩序而言，二战后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大国间的大规模海战，

海上决战作为一种海洋国家崛起的方式不再有效。和平解决海洋争议逐渐成为世界
的广泛共识。被称之为海洋宪章的 《公约》多处规定了海洋利用的 “和平目的”和
“和平用途”，以及和平解决争端，至少有２３处提及 “和平”。尽管只是作为一种倡
议，但在２１世纪，它已经被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各国的官方涉海文书和国际组织的涉
海文件之中。而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大数据的发展，则极大提高了非政治组织和公
众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能力，并极大制约了国家间冲突的规模和形式，更使得和
平解决海洋争议的理念深入人心。

２１世纪初，全球有多达６０个左右的沿岸国与他国存在岛礁主权的争端，截至

２０１５年６月，全世界约有６４０条左右的潜在海洋边界 （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界限等）；目前，这些划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的不足１／２。② 剩下的都是难解决
的，不少争议也已成为严峻的地缘政治热点，然而，大规模的武装暴力维权从来没
有成为现实。

无论是全球各地区的区域安全共同体建设，还是各类双边或多边的海洋争议问
题，和平解决海洋争议都是各方最容易接受的 “政治正确”的原则。以北极问题为
例，进入２１世纪，北极问题已从领土争端扩展到航线、资源、能源、主权和环境治
理等多维领域，特别是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北极冰川的加速融化释放了北极的经济
潜力和战略价值。主权及海洋权益纷争、地缘政治竞争和海洋治理等矛盾不断凸显
积聚。尽管如此，在和平解决争议的前提下，北极理事会在推动对话和促进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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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包括北极国家及观察员国的认可和支持。各方军事部署和军事

类活动很多，但都保持在斗而不破的范围之内。

２．海洋自由原则的平衡

海洋秩序在建构过程中一直存在 “自由”与 “控制”、“开放”与 “封闭”、“分

享”与 “独占”之争，并且此消彼长、此起彼伏，最终形成了 “公海自由”以及沿

海国得以对沿岸特定海域行使排他性管辖权的二元结构。① 在２１世纪，《公约》制

度和规则的广泛实践、海洋争议的加剧和大国海洋地缘竞争的回归，正推动着 “海

洋自由”向着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沿海国对此类管辖空间资源的 “独占

权”在世界上得到广泛认同，这其中也包括鼓吹 “海洋自由论”的美国。另外，关

于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军事 “航行自由”是否等同于公海中的权

利，还是说应该受到一定限制的问题，美国主张领海外的专属经济区为国际水域，

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其国内规则或实践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保留。

２１世纪，海上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全球性海洋问题的凸显，以及全球

海洋治理议题的发展，使得海洋自由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环境保护等价值的限制。正

在进行的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ＢＢＮＪ）谈判，一方面在专属经

济区及大陆架以外的海洋空间会掀起新一轮的 “海上圈地”行动；另一方面，世界

对环境保护议题的关注和重视，则也会限制传统的海洋自由。

自由是海洋秩序相对于大陆体制的最大特点。伴随中国和印度等后发海洋国家

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海上崛起，海洋自由正越来越多地体现非西方的海洋传统和海

洋价值。“海洋自由”和 “适当顾及”原则宜平衡发展，既不能过度强调 “自由”而

忽视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也不能过度强调 “适当顾及”而违背海洋自由的精神。

总的来看，核武器及核威慑、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和无人平台与自主系统的出现

及广泛应用改变了单极格局存在的技术和物质基础；而大国间的总体和平博弈及海

洋自由的变迁则改变了单极格局存在的战略和政治基础。大规模武力效力的下降、

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技术以及主权原则的广泛确立等因素使得海上制衡变得相对容易；

而海洋空间利用的复杂性和全球性海洋问题的大量出现，使得霸权国家提供的海洋

秩序或公共产品愈发难以满足全球需求，海上制衡的动机愈发强烈。

三、２１世纪海上格局演变的新样态

如前所述，海上格局正在酝酿一场重要的变革。与历史上长期的 “单极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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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相比，多极将是未来海上格局的常态，而和平变革将代替大规模战争成为格局及体
系转换的主要形式。自１６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海上霸权的兴衰与更替，然
而，正在不断演进的全球变革却要求平衡不同大国的权力诉求。①

（一）多极平衡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制度与规范的作用日趋显现，国际政治环境变得日益复杂，

海洋强国对海洋的控制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政治和法律限制，特别是 “反介入与
区域拒止”技术的广泛扩散，使得拒止相对控制而言要容易得多，而制衡也变得不
那么困难，海上多极时代正在来临。

就经济基础而言，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多极化进程，日本、

德国、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快速发展，已经相当大程度上稀释了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
的比重。尽管美国的相对下降可能仍会有反复，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但无疑，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很难回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的单
极时刻。“从长远来看，某一大国在经济上的兴衰同其作为一个重要军事强国 （或世
界强国）的兴衰之间有着很清楚的联系……虽然两者经常会有时间滞差。”② 经济实
力对比是大国海上格局的基础，得益于盟友体系的支持和成本分担，美国的海上地
位下降相对较慢，但不可能长期与经济实力对比的趋势相背离。在认知层面，美国
海军高层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２０１６年美国海军原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 （Ｊｏｈ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承认，美国海军正面临多极海军的大国竞争。实际上，我们将面临的
海上格局确实有可能处于 “有限多极”的长期态势。

所谓 “有限多极”，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 “极”之间实力相差仍然很大。根
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只要各国自身不出大的变数，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

印度、英国和法国 （或欧盟）很可能都是海上一极。从长远来看，全球经济格局
的多极化必然酝酿着全球海上格局的多极化，美国在全球日益下降的经济比重将
很难承担起其在军事上的全球海上主导地位。在缺乏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长期
的和平使得成功经验很容易被模仿，技术的扩散不可避免，因此，规模差不多的
国家，其实力发展将趋于均衡。但如前文所述，美国实力依旧超群，这是一种不
均衡的多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海洋大国间的实力对比会变得均衡，但
这个过程会十分漫长。

二是权力分散的趋势使得各 “极”有些名不副实，大国整体拥有的权力、

能力和自由度都呈下降趋势。潜艇、导弹、先进战机和网络技术等在世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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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扩散，中小国家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和海空装备投入正在提升其国际话语权。

由于战争成本过高、军事技术加速扩散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多元化，海洋
强国的战略优势往往局限于周边地区。在其他海域，毗邻的中小海洋国家甚至
是大型非国家行为体都能对海洋强国构成强大威胁和挑战。① 因此，单就力量
对比而言，中美 “两极”的海上态势可能正在形成，但就全球格局而言，海洋
仍处于 “多极”态势。在 “反介入”等技术和国际规范等政治条件影响下，甚
至中等国家都可能在特定海域对世界海上霸权形成局部优势，传统的海洋霸权
越来越难以构建和维系。

安全 “无边界世界”（ｂｏｒｄｅｒｌ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② 的到来，客观上降低了世界各国的安
全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分工，加之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和
信息的加速扩散，中等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更容易打造一支相对不俗的海上
力量。如果这些国家在不追求与大国对称的力量发展或总体战的情况下 （这通常是
常态），它们也能在特定的区域给大国海军造成较大挑战。如果我们将权力的标准再
降低一些，权力不仅由大国向普通国家扩散，未来的 “权力会扩散至更多层次、至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结合而成的众多无形网络中，至于谁当头挂帅，就要看地位、

关系网络、外交手段及建设性行为的多少来分高低了”。③

今后，力量平衡或均势将代替海洋霸权成为主流的格局形态。形势的发展使得
掌握绝对制海权变得越来越困难，海洋强国在实践中将逐渐接受相对制海权的理念。

在此基础上，必然会形成多极共识而非单极主导的国际秩序。多极平衡的重点是指
各主要海洋大国间相互制约，特别是优势国家遭到制衡的状态，而非强调各国间的
实力或能力趋于对等。

（二）和平变革

海洋体系的变迁无外乎战争或变革两种形式，以往海上主导权的转移都伴随着
大规模战争，但未必存在海上决战。长周期理论认为，各个世界领导国的盛衰更替
和全球战争的周期性爆发是全球政治体系演进的动力。周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通
过全球战争选择产生的新领导国选择性地继承前周期经验，并根据新的世界形势进
行调整和创新，从而在领导方式和秩序规则等方面实现进化。然而，在未来从单极
主导转变为 “有限多极”或 “多极”模式的进程中，以军事威慑和外交斗争为主要
方式的和平变革最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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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格局转换的焦点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力量对比的竞争；二是关于海
洋规则的博弈。一个稳定的海上多极格局必须有较为稳定的力量对比态势和一套具
备广泛共识的海洋规则。而一个稳定的均势体系离不开主要国家有关体系运转基本
规则的共识。在多极体系中，不仅存在基于物质能力的对抗性均势，也有基于观念
和规则的联合性均势。①

力量对比的判断与感知一向是困难的，而且其本身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海上战略态势尤其如此。力量对比调整的关键是，美国作为海上主导国家能否接
受其地位的相对下降，能否接受与其他大国分享权力，其他海洋强国能否接受各
自力量的限度，接受一定程度的均势。虽然和平渐进的变革可期，但围绕权力的
大国竞争本质并未有根本的变化，部分国家仍希望通过武力解决权力竞争问题，

海上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竞争更加复杂化。即便主观上没有大国敢于发起或愿意
承担针对另一大国的大规模战争，但通过中低烈度对抗和摩擦达成战略目标的冲
动还在不断增强。

海洋规则的调整主要聚焦海洋安全规则，包括航行自由、危机管控、军备限制
和军事行动规范等问题。当今的海洋安全秩序仍带有鲜明的强权烙印，它以美国为
主导，核心是美国及其遍布世界的同盟体系以及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军事和安全规则。

该秩序形成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在冷战结束之后得到强化，主要体现的是美国的
利益和海洋价值观念。未来，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或将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

一旦大国各自建立排他性的安全网络和规则，则将导致海上多极对立。

长期以来，世界海上主导国家的力量优势与其海洋观念及规则是相辅相成的，

用力量投射规则，用规则支持力量的投送。在多极格局下，将不再有占主导的规则，

没有了霸权稳定，摩擦定然会增多。西方国家强调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究竟
该依据哪些规则，越来越缺乏共识。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英国和法
国等世界各主要海洋大国关于海洋规则存在各式各样的分歧，特别是美国信奉的霸
权主义规则，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样的后发海洋国家强调的主权和安全理念有
着较为尖锐的冲突。在力量对比不断动态发展中，缺乏共同认可的规则和制度将使
得大国间的互动充满着摩擦和不确定性。简而言之，美国海洋单极性的迅速衰落，

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复杂、结果非常不确定的多极时代。②

尽管如此，核武器的存在、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全球社会的发展成为一股限制性
力量，平衡着上述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战争的效率和适用性大幅下降，一个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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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转变过程而非战争，或许可以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的特征。① 未来，大国间的海
上战略竞争、长期的战略相持和战略消耗将代替决战决胜成为体系变迁的主要形

式。权力转移大体上是和平的，但却是动荡不定且旷日持久的。大国间会在大规

模战争的门槛之下，不断试探或测试彼此的底线，这使得局势变得动荡不定。不
以大规模海上武装暴力来调解海洋强国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海洋安全秩序就更

容易建立，相反，围绕海洋安全规则博弈的时间会变得更长，博弈的方式也变得

更复杂。

在此背景下，海洋外交的重要性将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成为各方博弈的主
要工具或路径。《公约》的谈判与签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通过外交谈判而非大规模战争进行了国际海洋秩序的重大调整。外交既是大国

海上博弈的一大目的，也是大国海上博弈的重要工具。能否塑造、构建对己有利的

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世界大国的安全不仅仅在于其本土
不受到直接威胁，还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缓冲地带和预防性手段，能将威胁消除在边

界之外；也在于其拥有一定的威慑能力，当敌方威胁其安全时，有能力进行必要的

反击；更在于它能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日益上升的权力地位。② 基于此，外交是海

上力量在和平时期所能发挥的最广泛和最重要的作用。

除外交博弈之外，其他非军事手段的广泛运用及其与军事手段的结合正在成为

推动体系变革的第二大力量，“全政府战略”③ 和 “一体化威慑”④ 也正在成为大国

海上较量的重要形式。在强有力的威慑和大规模战争门槛之下，大国越来越倾向于

综合军事、外交、经济和法律等手段进行全方位的竞争，准备全频谱的冲突。

（三）多元议程及复杂行为体

传统上，控制海洋特别是重要海上通道，是海上战略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目标。

二战后，一些低政治领域的议题如渔业、油气开发和环境保护等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国际制度应运而生。海洋权益纠纷和环境保护等

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外溢效应，它们直接影响到海上格局，如东亚地区广泛存在的海
洋争议直接影响到了该地区的海上战略关系。而各大国为了军事竞争和战略布局，

又赋予了上述低敏感议题更多的战略色彩，如各海洋大国纷纷设立海洋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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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环境，但也有出于权力竞争和制约他国海上行动的考虑。

海上安全、海洋规则等不再是超级大国或海洋强国的专利，而是各海洋国家都要考

虑的重大问题。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全世界各大海洋国家的共同利益，事实

上，世界上的大多数重要海上战略通道被中小国家而非大国直接控制。另外，由于

大国间长期保持总体和平状态，维护海上安全和强化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越来越

成为大国海洋政治博弈的主题或焦点，维系良好的海洋秩序是当代海洋大国在权力

竞争之外的关键任务。

随着人类的海上活动重点从近海转向深海远洋，从管辖海域转向公海、海底区
域等公共海洋空间，从水面、空中、海底转向全海深、全方位，海洋环境恶化、自

然或人为灾害等全球性问题将进一步发酵，并受到更多的关注，人类对海洋的人文

情感和关怀也会随之变得更加立体丰富，海洋公域治理规则的缺失问题也日益严峻。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国家在海上从事军事、经济等活动时都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海洋

公益和海洋责任，国际海洋政治和国际海洋制度的中心任务也将由管辖海域的规则

制定转向对人类在公共海洋空间活动的规范。

与此同时，各国国内的海洋行为体也愈发多元化。海上力量是一个非常宽泛的
概念，它包括海上军事力量和海上民事力量，主要有海军、警备力量、执法力量和

商船队等。其中，海军和警备执法力量是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广义上讲，我们

所说的海上力量是包括所有能够作用于海上的力量集合。其中，海警等专业执法力

量的大发展是２１世纪海上力量的一大亮点和特点。随着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宽大

陆架制度的实践，世界对海洋的关注度大大提升，各沿海国的海洋开发活动激增，

围绕海洋划界的纠纷也日益广泛激烈。在此背景下，各国海上执法维权压力极大，

纷纷强化了海洋执法力量建设。

海上执法力量或准军事力量在现代海洋政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进

行执法活动外，它们还是展现前沿存在、强化海洋声索和进行 “灰色地带”竞争的

主力。在总体和平的当代海洋政治博弈之中，它们相对于海军有着诸多独特的优势。

首先，作为准军事力量或民事力量，它们的出现不易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紧张，发

挥的作用也可以张弛有度，相对海军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其次，近海的管理和利用

很多都属于民事职能，处置低烈度摩擦恰恰是执法力量的强项，以往由海军执法既

不方便也不经济。① 此外，在全政府博弈和多元议程大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的外事

部门、海洋经济产业、环境部门和媒体舆论等政府或民事机构对海上战略形势也发
挥着日益强大的影响。

总之，如表２所示，人类正在走向全方位认知、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时期，海洋

事务的复杂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它既是海上多极格局存在的背景及原因，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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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表现。

表２　海上格局的演变及主要特点

格局特征 格局转换 互动内容

１５００年之前 无极 （区域格局） 区域战争、慢速 海洋控制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年 单极 洲际战争、快速 海洋控制、海洋秩序、海洋发展

２１世纪 多极 变革、缓慢 海洋控制、海洋秩序、海洋发展、海洋治理

结　　语

正如１５００年前后，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开启了世界海上单极霸权的时代，海上
单极在英国霸权时代到达巅峰，随后在２０世纪初开始步入下降趋势；２０世纪中叶
以来发展酝酿的军事技术、国际规范和海洋复杂性等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区推回、牵
制或稀释各大国的海上权力，及至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正在进入 “海上多极”

的时代。与以往大国战争或其他突发式变革不同，这次海上格局的演变大概率会在
和平的状态下渐进实现，其过程注定会十分漫长。海上格局及其样态转换的进程也
不会太顺畅，甚至可能是非线性的，会遭到当今海上霸权———美国的抵制。目前，

美国还在高调强调 “大国竞争”和 “重返制海”，抓紧构建传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
正是当前中美在西太平洋激烈竞争的主要原因。而且，世界主要海洋强国的力量对
比发展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从长远来看，美国能力相对下降是大势所趋，但在
某些时段内，这种趋势也可能会被逆转。

“海上多极”的大趋势给中美都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全球海上
多极格局的重要推力。对美国而言，面对这一大势，可能的选择是不得不接受与其
他海洋强国分享权力，共同探讨一条和平共存的新路。当然，这个时间会非常漫长、

过程会非常复杂。为此，各海洋强国都需要做出相应的战略调试以适应新的海洋战
略趋势。

〔责任编辑：张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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